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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高中心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与辐射带动能力是中国既定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通过构建指标体系，

评价全国35个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和辐射区域并进行耦合分析。结果表明，中心城市根据发展能级高低可分为

引领型、突出型、潜力型和追赶型四种类型，其辐射区域可分为广域型、区域型、近域型、市域型、特殊型五种类型；

基于“能级—区域”耦合关系分析，可以分为双高匹配型、双低匹配型、发展能级滞后型、辐射区域滞后型和辐射区

域跳跃型五种类型；“能级—区域”的内在关联存在四种机制：级强适配机制、级差适配机制、级差错位机制、场域跳

跃机制，并且提出两者内在关联受中心城市能级、行政级别、特殊区位、区域内中心城市数量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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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研究】

一、引言

提高中心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与辐射带动能

力是中国既定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如何实现

中心城市及其辐射区域的双赢与互促，需要在评价

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和辐射带动作用的基础上，深入

研究两者的耦合关系。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和辐

射带动作用是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动态演化与

外在表现。国际上对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效应

有着长期的研究，包括中心—外围理论（Friedmann
J，1966）、循环累积因果理论（Myrdal G，1957）、极

化—涓滴效应（艾伯特·赫希曼，1988）、核心—边缘

模型（Krugman P，1991）等，这些理论模型阐述了相

关基本原理，但缺乏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实证

研究。

中国城市地理学长期关注中心城市的集聚—

辐射机制与分项量化评价。自 1980年相关学者提

出发挥中心城市作用（马洪，1986）以来，学术界持

续开展了中心城市形成与发展、集聚与扩散、发展

水平评价、引导策略的研究和讨论（宁越敏、严重

敏，1993；林涛、刘君德，2000；王凯、徐辉，2012；龙
茂乾、孟晓晨，2014）。中心城市发展水平测度与评

价的研究比较丰富①，特别是2007年国家中心城市②

概念兴起后，以国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全球城市

为主题的研究大量涌现（屠启宇，2009；尹稚等，

2017），中心城市评价方法有所完善（顾朝林、李玏，

2017）。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评价中心城市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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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既要考虑中心城市经济实力，又要考虑其辐射和

吸引能力（顾朝林，1991；田美玲，2013；程遥、赵民，

2015；欧阳鹏等，2022）。随着近年来全球城市—区

域（global city-region）（Scott A J，2001）研究的兴起，

国内也愈发关注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都市圈、城市

群地区（尹稚等，2019；龙茂乾等，2020）。有学者尝

试构建涵盖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和辐射带动两个方

面的评价体系，比如，郭志强和吕斌（2018）从城市

及其与城市群协同发展两个方面构建了国家中心

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其协同发展实质上是区域内

差距的刻画，并非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度量。

王雨飞和倪鹏飞（2020）构建国家中心城市评价指

标体系时综合考虑了集聚全国高端要素的聚集度

与联系全国腹地的联系度，并整合成国家综合中心

指数，是全国尺度上的联系测度，难以识别不同区

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存在以下缺憾：第一，在研

究主题上，大部分研究评价中心城市发展能级，而

忽略了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评价；第二，在研究

对象上，覆盖面较窄，针对单个或者少数几个国家

中心城市的评价较多，缺少对省会、副省级及以上

城市的全面评价；第三，在研究数据上，传统统计数

据应用较多，“流数据”应用较少。鉴于此，笔者选

取中国35个中心城市③，增加“流数据”分析，在分别

开展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与辐射带动区域评价的基

础上，对两者耦合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完善

中心城市有关政策提供参考。

二、中心城市发展能级评价及其分类

中心城市是指一定区域内在产业链关键环节

和高端服务区域供给两个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的枢

纽型城市。综合已有研究，基于规模经济、创新驱

动、网络关联、文化魅力的中心城市驱动力与影响

力，构建涵盖经济集聚、创新引领、开放联通、文化

交往四个维度的中心城市发展能级评价指标体系，

并基于总体和分项两个方面的评价结果，识别出中

国中心城市的能级梯队与差异化功能。

1.基于中心城市驱动力与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现有中心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大多聚

焦于经济规模、交通枢纽、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文

化交往、生态宜居等维度（张国兴、苏钊贤，2020；徐

艳红，2021），部分研究聚焦金融服务（茹乐峰等，

2014）、科技创新（顾伟男、申玉铭，2018）、承载力与

资源配置能力（孙久文等，2021）等单项领域的评价

分析，部分研究针对特定城市进行评价（彭丽敏，

2013；张海荣等，2021）。在评价维度中，经济实力

和创新能力最为常见，是城市发展能级的关键变

量，开放和文化维度也比较重要，是城市引领能力

的重要保障。中心城市既要参与全球竞争，又要辐

射带动区域发展，其发展能级的评价重点应是引领

能力。一般而言，城市发展能级受经济集聚能力、

创新引领能力、开放联通水平、文化交往水平等因

素影响。经济集聚能力是发展能级的关键因素，是

生产要素聚集于城市的表征；创新引领能力是发展

能级的重要因素，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开放

联通水平是发展能级的基础条件，是城市发展的硬

件保障；文化交往水平是中心城市的软实力，是城

市魅力特色的体现。

因此，笔者选取经济集聚、创新引领、开放联

通、文化交往四个评价维度，构建中心城市发展能

级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每个评价维度选取6—8
项具体指标，坚持数量最小化原则，最大限度地反

映中心城市的不同功能，确保指标选取的科学性与

可操作性。指标权重采用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相

结合的方式确定。首先，采用熵值法初步确定权重

范围。其次，参照熵值法所确定的权重，采用层次

分析法综合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权重确定的主

要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对重要性原则，即比

较同级指标相对上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确定指标

大小；二是尽量取整原则，为使权重结果更为直观，

也为了方便计算，权重设定尽量取整。具体计算方

法不再赘述。

2.总体评价结果与中心城市发展能级

按照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得出中心城市发展能

级的具体评价结果（见图 1），根据不同级差，将 35
个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划分为4个梯队。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属于第一梯队（Ⅰ类——引领型中心城

市），发展能级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在全国具有很大

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也具有较强的资本控制、生

产组织和科技创新能力。成都、重庆、杭州、武汉、

南京、天津等6个城市属于第二梯队（Ⅱ类——突出

型中心城市），其发展能级相差不大，但与第一梯队

有较大差距，在更大区域乃至全国具有较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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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具备较强的经济及创新引领能力，是中国重要

的综合枢纽。西安、郑州、长沙、宁波、青岛、合肥、

济南、福州、厦门、昆明等 10 个城市属于第三梯队

（Ⅲ类——潜力型中心城市），在区域内具有较强的

影响力，具备一定的生产组织和创新能力，开放联

通水平处于中游。石家庄、沈阳、贵阳、南昌、南宁、

哈尔滨、大连、长春、太原、乌鲁木齐、海口、兰州、呼

和浩特、银川、西宁等 15 个城市属于第四梯队（Ⅳ

类——追赶型中心城市），在区域内具有一定影响

力，但经济和创新引领能力相对较弱，开放联通水

平相对不高。

3.分项评价结果与中心城市差异化功能

从分项指标评价结果来看（见图 2），在经济集

聚方面，北京、上海的总部经济优势和金融中心优

势突出，深圳、广州经济实力突出，重庆、杭州、成

都、南京等城市汇集资本能力也较强；位于西部地

区的中心城市经济集聚能力相对较弱。在创新引

领方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排名前四，武汉、成

都、南京排名前列，其“双一流”高校数量和在校学

维度及权重

经济集聚（0.4）

创新引领（0.3）

开放联通（0.2）

文化交往（0.1）

指标及权重

常住人口（0.078）
GDP（0.078）

人均GDP（0.047）
第三产业比重（0.056）
中国500强企业（0.041）
规上工业企业数（0.031）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0.04）
世界500强企业（0.031）
R&D经费支出（0.055）

“双一流”学校数量（0.037）
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0.042）

发明专利授权量（0.044）
“互联网+”指数（0.028）
数字经济指数（0.038）
创新创业指数（0.055）

外商投资规上企业数量（0.033）
当年实际利用外资（0.037）

进出口总额（0.042）
民用航空客运量（0.026）
高铁、动车班次数（0.033）

货运量（0.029）
接待国内游客人次（0.023）

博物馆数（0.016）
城镇文化、体育与娱乐从业人员数（0.02）

国家级文保单位数量（0.018）
接待入境游客人次（0.01）

ICCA会议数（0.013）

数据来源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

2020中国500强企业排行榜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

2020《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
根据“双一流”学校名单整理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

腾讯研究院《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19）》
新华三2021城市数字经济指数

2020年朗润龙信创新创业指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

根据2020年4月20日全国铁路时刻表整理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
各城市统计年鉴202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

（前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各城市统计年鉴2020
国际会议组织

表1 中心城市发展能级评价指标体系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图1 中国中心城市发展能级评价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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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心城市辐射区域评价及其分类

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是指中

心城市凭借其较强的经济、科技、人力资源优势，向

周边乃至更广大的区域进行技术转让和创新扩散、

产业关联和转移、信息传播和交流、资本输出和优

化配置，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理论

上讲，中心城市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受设施联通

共享水平、产业关联合作水平、要素市场一体化程

度和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等因素影响。同时，中心城

市辐射带动作用还受区域内制度壁垒、地形地貌等

因素影响。

1.基于人口与经济关联的辐射区域评价方法

受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城市间要素流动的制

度壁垒、邻近区域地形条件等因素影响，不同中心

城市的辐射区域差异较大，大致包括局限于近邻地

域、较大范围的区域尺度、跨越近邻地域的其他区

域、涵盖全国大部分城市的广域范围，甚至链接世

界范围内多个城市的全球范围。笔者采用 2021年

启信宝企业投资数据、2021年百度人口迁徙数据分

别刻画城市间经济和人口联系情况，不同的经济和

人口联系强度与范围，体现了中心城市的不同辐射

区域。由于笔者主要考察的是中心城市对非中心

城市的辐射带动，而中心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并非

笔者考察的主要对象，所以在分析中剔除中心城市

之间的要素流动部分数据。同时，将所有中心城市

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和人口联系进行可视化表

达，横轴代表中心城市，纵轴代表全国各城市与中

心城市的距离，每个城市对应的列即为与其存在经

济联系的城市点，点的大小代表联系值的大小。根

据计算结果（反映联系强度）与联系网络在空间上

的分布（反映空间关系），将中心城市的辐射区域划

分为广域型（近似全国）、区域型（近似省域）、近域

型（省内次区域）、市域型（市域及周边）、特殊型（跳

跃型），综合经济和人口两个结果最终判定其总体

辐射范围。

2.评价结果与中心城市辐射区域类型划分

综合 35个中心城市经济联系和人口联系的评

价结果，以两者取高的原则得到总体辐射类型。同

生数量较多，拥有较强的创新载体和较大规模的创

新人才。武汉、成都、南京、杭州等高新技术产业发

达的城市创新能力正快速提升，具备较强的创新发

展潜力。在开放联通方面，上海、广州、北京、深圳

对内联通度高，对外贸易繁荣，且在政策倾斜之下

开放程度高，重庆、成都、武汉等城市排名靠前，随

着“一带一路”倡议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的实

施和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内陆城市开放型经济发

展潜力巨大，国际贸易、吸引外商投资等方面发展

迅速。在文化交往方面，北京作为中华文化的荟萃

中心，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成都作为西南地区

文化重地，西安作为历史古都，是中国重要的文化

中心，也是国际交往的中心城市；武汉、杭州、重庆、

南京、天津、广州分列第5—10位。

图2 中国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分项评价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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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一步分析经济与人口两类辐射范围是否一致

来判断两者之间的匹配关系（见表2）。从总体辐射

范围来看，广域型和市域型数量均为 4个，仅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的经济和人口辐射范围可涵盖全

国大部分城市，属于广域型，少数中西部地区城市

辐射范围包括市域及周边紧邻城市，属于市域型；

大部分城市属于区域型或近域型，数量均为 12个，

辐射范围近似省域或省内次区域。此外，重庆、天

津、大连存在一定特殊性，主要表现为经济辐射范

围越过邻近区域而与相距更远的城市联系更为

紧密。

从经济与人口辐射范围的匹配关系来看，大

部分城市经济和人口辐射范围基本一致，重庆、长

沙、南宁、长春的人口辐射范围大于经济辐射范

围，天津、福州、大连的经济辐射范围大于人口辐

射范围。

就经济联系而言，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

城市属于广域型；区域型以沿海地区发达城市和中

西部地区强省会为主，包括杭州、南京、合肥、济南、

福州等 10个城市；属于近域型的城市数量最多，包

括长沙、南宁、青岛、石家庄、贵阳、哈尔滨等13个城

市，主要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市域型的

城市主要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城市，包括长春、呼

和浩特、海口、银川、西宁等5个城市（见图3）。

就人口联系而言，广域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和重庆。区域型城市也是以中部地区和

东部地区城市为主，共12个。近域型城市共13个。

与经济联系不同的是，长春作为经济市域型城市，其

人口辐射为近域型；而大连作为经济跳跃型城市，其

人口辐射为市域型（见图4）。
3.不同类型辐射区域的特征

计算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均值为42亿元（城市间

投资额），人口联系的均值为 1.8（人口迁徙规模指

数），以此作为分界值，将高于该值的经济联系和人

口联系网络进行可视化表达。

广域型（近似全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城市具有大范围的扩散带动能力，在经济投资和人

口联系方面覆盖全国大部分城市。其中，北京作为

首都，全国辐射能力尤其突出，远超其他城市，对京

津冀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也实现了全覆盖。广州作

为广东省会，对珠三角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也较强，

但与全国城市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弱。上海和深圳

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成都

重庆

杭州

武汉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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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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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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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昆明

石家庄

沈阳

贵阳

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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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

乌鲁木齐

海口

兰州

呼和浩特

银川

西宁

经济辐射

广域型

广域型

广域型

广域型

区域型

跳跃型

区域型

区域型

区域型

跳跃型

区域型

区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区域型

区域型

区域型

近域型

区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跳跃型

市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市域型

近域型

市域型

市域型

市域型

人口辐射

广域型

广域型

广域型

广域型

区域型

广域型

区域型

区域型

区域型

区域型

区域型

区域型

区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区域型

区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区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区域型

近域型

市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市域型

近域型

市域型

市域型

市域型

总体辐射

广域型

广域型

广域型

广域型

区域型

特殊型

区域型

区域型

区域型

特殊型

区域型

区域型

区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区域型

区域型

区域型

近域型

区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区域型

近域型

特殊型

近域型

近域型

近域型

市域型

近域型

市域型

市域型

市域型

经济与人口
匹配关系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人口广

匹配

匹配

匹配

经济广

匹配

匹配

人口广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经济广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人口广

匹配

经济广

人口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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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2 中心城市辐射区域类型与匹配关系

图3 中国中心城市以经济联系标定的辐射区域距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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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带动能力突出，与周边城市的人口往来密切

（见图5）。
区域型（近似省域）：杭州、成都、南京、武汉、西

安、郑州、长沙、济南、合肥、福州、昆明、南宁等多数

中心城市在较大区域范围内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这

类城市多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其影

响能力基本覆盖甚至部分超越了省域范围，但又不

足以涵盖全国大部分城市（见图6）。
近域型（省内次区域）：青岛、宁波、厦门、石家

庄、沈阳、哈尔滨、贵阳、长春、南昌、太原、兰州、乌

鲁木齐等城市辐射范围多为省内次区域。这类城

市多为副省级城市、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省会城

市，在行政因素和市场力量的双重作用下对周边地

区形成了一定的区域辐射能力（见图7）。
市域型（市域及周边）：呼和浩特、海口、银川、

西宁等城市仍处于要素集聚阶段，辐射带动基本

为市域范围，对紧邻的周边城市略有辐射带动（见

图8）。

特殊型（跳跃型）：重庆、天津、大连等城市存在

一定特殊性，重庆和天津作为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

直辖市，其经济联系范围受行政壁垒束缚较小，资

本投资多跨越周边城市而与更远的城市产生联

系。大连受其特殊的区位影响，其经济联系表现出

与重庆和天津类似的空间特征，即跨越紧邻城市联

系远距离城市，但联系强度较小（见图9）。

图4 中国中心城市以人口联系标定的辐射区域距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注：由于中心城市的人口辐射范围受地理距离限制较

大，中心城市与1600千米以外的城市间的人口联系较少，为

保证不同城市间的对比效果，仅显示 1600千米范围内的人

口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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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广域型（近似全国）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联系区域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6 部分区域型（近似省域）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联系区域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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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与辐射区域耦合关系

1.基于“能级—区域”耦合关系的类型划分与机

制分析

根据集聚—扩散效应的一般规律，中心城市处

于加速集聚要素的阶段时，扩散效应相对较弱，随

着要素集聚到一定程度，集聚效应减弱，扩散效应

变强。这个规律认知更多的是基于中心城市能级

的单边视角。基于前述量化数据分析，尝试从“能

级—区域”耦合互动的双边视角，进一步考察中心

城市发展能级与辐射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

前文分析结果，将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得分和辐射带

动区域范围进行匹配，可以得出 5类“能级—区域”

图7 部分近域型（省内次区域）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联系区域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8 市域型（市域及周边）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联系区域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9 特殊型（跳跃型）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联系区域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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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类型：双高匹配型（高发展能级与大辐射区域

匹配）、双低匹配型（低发展能级与小辐射区域匹

配）、发展能级滞后型（发展能级低于辐射区域）、辐

射区域滞后型（发展能级高于辐射区域，实际计算

结果无此类）、辐射区域跳跃型（中心城市属跳跃辐

射，单独考虑）（见图 10）。对上述耦合关系与实证

评价结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

“能级—区域”耦合机制与互动关系：

一是“能级—区域”的级强适配机制，即中心城

市发展能级与辐射带动作用呈正相关关系。从各

个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得分与辐射区域来看，两者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总体上发

展能级较高的中心城市，其辐射带动的区域范围也

相应较广，与前述集聚—扩散一般性理论分析结论

一致。

二是“能级—区域”的级差适配机制，即中心城

市发展能级与辐射区域要么双高、要么双低。一方

面，作为区域增长极的发达地区中心城市通过设施

共享、产业合作、知识溢出等与周边地区存在紧密

互动联系，其资本投资和人口联系辐射至全国大部

分地区，如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深圳、北京等城

市。另一方面，部分西部地区省会及周边地区发展

水平均相对落后，区域发展处于内生型的低水平状

态，如西宁、银川、呼和浩特等。同时，沿海地区的

宁波、青岛、厦门等城市发展水平不及一线城市，其

辐射带动也相对局限在省内近域地区。

三是“能级—区域”的级差错位机制，即中心城

市发展能级与辐射区域之间的对应关系发生了错

位。约有半数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与辐射区域之间

存在错位，均为省会城市，主要位于

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这些城市

受行政因素影响较大，尽管自身发

展水平低于沿海发达地区，但由于

省会城市的强行政力量而与周边地

区建立起较强的要素流动联系，如

郑州、西安、长沙、乌鲁木齐、兰州、

哈尔滨、长春、沈阳等。

四是“能级—区域”的场域跳跃

机制，即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与辐射

区域存在非近邻关联。针对具体实

证结果进行分析，这类对应关系存

在较为复杂的多种因素。因特殊区

位、行政级别等因素而形成偏心型“能级—区域”，

如大连所处区位为半岛地区末端，其紧邻区域多为

海域，故而跳跃周边地区与更广泛的区域建立关联

关系；重庆和天津则可能因作为直辖市的行政区层

级高，而形成更广的辐射带动关系，并且周边紧邻

地区均分布有另一个强中心（成都和北京），存在

“能级—区域”间的侵扰与更大的城市—区域耦合

关系，非独立系统。

五是“能级—区域”的内在关联因素，受到多重

复杂因素影响。上述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与辐射区域

不同关联机制及其耦合关系受中心城市发展能级、行

政级别、特殊区位、区域内中心城市数量等因素影响。

综合来看，中心城市发展能级是其辐射区域的核心

驱动，行政级别对其影响范围也起着关键作用，特殊

区位和区域内其他中心城市的存在会对中心城市的

辐射区域产生侵扰，表现出跳跃辐射等特殊类型。

2.“能级—区域”耦合类型的典型区域与特征

双高匹配型城市—区域：多为超大城市或发达

地区省会城市，这些城市的发展能级与辐射区域带

动并进。双高匹配型为8对，约占23%，主要包括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杭州、成都、南京、武汉等

发达的省会城市及其辐射区域。这些中心城市发

展能级较高，与周边地区要素往来频繁，实现了能

级提升和辐射带动的良性互动，已呈现出较为良好

的中心城市与区域发展互促状态，未来应继续加强

集聚和扩散效应的政策引导。

双低匹配型城市—区域：多为西部地区省会城

市和东部地区次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发展能级与

辐射区域带动均需提升。双低匹配型为 7对，约占

中国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与辐射区域耦合关系研究

图10 中国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和辐射区域耦合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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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主要包括西宁、银川、海口、呼和浩特、厦门、

宁波、青岛等城市及其辐射区域。这些中心城市发

展能级较低，与周边地区的要素往来也较少，处于

相对各自为政的发展状态。未来应持续加强要素

支持和政策引导，以提高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为主，

同时兼顾辐射带动能力的培育。

发展能级滞后型城市—区域：多为中西部地区

和东北地区省会城市，需着力提升发展水平。发展

能级滞后型为17对，约占49%，主要包括乌鲁木齐、

兰州、太原、南昌、贵阳、长春、哈尔滨、沈阳、石家

庄、南宁、昆明、福州、济南、合肥、长沙、郑州、西安

等城市及其辐射区域。这些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

已经存在较为紧密的人口和经济联系，但由于中心

城市发展能级不足，仍处于要素集聚阶段，尚未出

现明显的扩散效应，因而也未能发挥较强的辐射带

动作用。未来应着力增强创新发展动能，扩大对

内、对外开放，提升综合发展能级。

五、中心城市与城市—区域发展政策建议

中心城市及其引领的城市—区域承担着引领

中国经济集聚、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重要职责，完

善支持政策和方向指引，提升发展能级和辐射带动

作用，对于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

于上述中心城市发展能级、辐射区域及其耦合关系

的评价与机制分析，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1.强化辐射带动，依托中心城市建设同城化、一

体化发展的城市—区域

随着中心城市扩散效应不断增强，与其所在

区域协调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加。国家“十四五”规

划纲要提出依托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

培育发展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旨

在同步解决中心城市“想发展无空间”和周边大中

小城市“有空间难发展”的双重难题，将中心城市

及其辐射区域作为一个统一的政策单元进行综合

施策，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的双赢。加快推

动交通互联互通、产业分工协作、服务共建共享，

形成便捷高效的通勤圈、梯次配套的产业圈、便利

共享的生活圈。

2.强化分类引导，提高城市—区域政策的适配

性和有效性

根据不同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辐射区域，尤

其是双高匹配型、双低匹配型、发展能级滞后型等

不同的“能级—区域”耦合类型，进行差异化、针对

性的城市—区域政策匹配与分类引导。双高匹配

型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杭州、南京等辐射带

动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叠加了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

战略，需要在更大区域乃至全国层面发挥重要的辐

射带动作用。双低匹配型城市—区域通过“强省

会”等战略优先提升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同时，培育

二级中心城市增强区域整体发展实力。中西部地

区和东北地区省会城市等发展能级滞后型城市—

区域应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市创新引领、服务集聚等

功能，引领省域经济社会发展。

3.强化整体统筹，增强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的

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能力

中心城市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的关键在于

实现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在行政和市

场力量双重作用下，中心城市极化效应过强，需要

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推动中心城市的区域性功能

溢出与要素流动，重点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等硬件条

件和区域协调机制等软件条件，强化中央和省级政

府的针对性干预政策，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加

强组织、政策、治理协同，建立跨行政区利益共享和

成本共担机制，遵循“平等协商、同城发展、互利共

赢”的原则，完善城市—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机制。

（感谢陈雅薇、齐大勇、郭继凯在数据收集方面

的贡献。）

注释

①全球研究和咨询机构建立了多种中心城市评价体系，国

际上以英国拉夫堡大学为基地的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网

络 发 布 的 GaWC（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y Research
Network）排名最具代表性，国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倪鹏飞团

队开展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和云河都市研究院编制的

“中国中心城市&都市圈发展指数”最具代表性。②国家中

心城市概念于 2007年提出，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被

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并被赋予相关发展权限。2000年以

来，以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全球城市分级排名为代

表的全球城市研究兴起，近年来中国上海“卓越的全球城

市”、北京“全球中心城市”、广州“活力全球城市”和深圳“全

球标杆城市”等超大城市目标愿景相继被提出。③本文选

取的中心城市范围主要考虑：一是参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

划（2014－2020年）》将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重

要节点城市明确为中心城市，二是考虑相关数据获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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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具体选择 35个中心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 4个

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26个省会/首府城市（不含

拉萨）和5个计划单列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和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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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Level and Radiation Region
in China’s Central City

Lu Qingqiang Long Maoqian Zhong Yichun
Abstract: It is an established major strategy and policy guidance of China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and
radiation driving capacity of central city. By constructing an index system，the author evaluat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radiation area of 35 central cities in China and conducts a coupling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central cit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leading type，outstanding type，potential type and catching up type，
and their radiation area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wide area type，regional type，near area type，municipal type and
special type；Based on the analysis of“level-region”coupling relationship，it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double high
matching type，double low matching type，development level lagging type，radiation region lagging type and radiation region
jumping type. There are four mechanisms for the internal correlation of“level-region”：level strong adaptation mechanism，level
difference adaptation mechanism，level difference dislocation mechanism，field jump mechanism，and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internal correlation factors of the two are affected by the level of central city，administrative level，special location，number of
central city in the region and other factors.
Key Words: Central City；City-Region；Agglomeration-Diffusion Effect；Evaluation System；Couplin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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